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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中日关系。在田中角荣

首相访华之时，特意将影印宋刻本《楚辞集注》

相赠，表达了两国以史为鉴的深刻内涵；周恩

来总理则亲手题写《论语》中的“言必信，行必

果”六字，寓意深远。田中首相深明其理，手书

日本飞鸟时代盛德太子的名言“信为万事之本”

回馈，以表达两国友好交往之诚恳意愿。［1］

［1］韩寒：《述说纵贯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史——日

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在国家图书馆展出》，《光明日报》

2018年7月5日。

基于“共情”伦理的电影文化叙事

——以中日合拍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为考察中心

沈思涵  沈嘉达

摘  要｜《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合拍的第一部电影。原剧作本将棋手况易山的

身世同中华民族兴衰荣辱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以体现“国运兴则围棋兴，国运衰则围

棋衰”的主题；为切合中日友好的政治需要，“实用本”（实际拍摄使用本）在中日“共情”

之前提下，将原剧作本中的副线“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提升到了第一位，原剧作本中所

突出的“中国人的奋飞精神”被大大弱化。电影着力中日友好，同时敢于正视历史，将南

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推到了正面。作为一种“应然”选择，基于共情伦理的电影文化叙事

给我们提供了彼一时代的文化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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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作为汉文化圈

的一员，大和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有着密切关联。

不过，文化的交往总是与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纠

缠在一起的。对于二战以后的日本这个“非正常”

国家来说，大和民族文化的“外溢”除了地缘因素

之外，还受制于“宗主国”美国。1972年2月28日，

周恩来总理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上海签署

《中美上海联合公报》，这才有了同年9月25日日本

新任首相田中角荣的来华访问以及其后（9月29日）

中日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

·影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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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中日关系开启了全方位官方正式交往的

大门。

不可否认的是，电影作为人类最容易接受、

最便于理解的共通语言，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文

化融通、民心相通的重任。说到“融通”，其

实，其时的电影文化交流更类似于日本电影文化

对中国的倾倒性输入。《追捕》《人证》《幸福

的黄手绢》等日本电影在中国风靡一时，高仓健

等日本明星家喻户晓，其竖领风衣、冷面形象成

为当时年轻人模仿的标配。当然，既然是友好交

流，那么，初期的“倾倒性输入”之后，中日合

拍电影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据笔者简单统计，

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合拍了20部以上的电

影，诸如《纯爱》《初到东京》《无极》等。即

便是在中日两国关系处于低谷时期，中日电影文

化交流也从未中断。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以下简称《棋》）

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是作

为中日关系正常化10周年纪念的“献礼片”而问

世的。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后，仔细分析

《棋》之合作模式、艺术生产、传播效果等，别

具意味，值得细细咀嚼。

一、服膺于宏大叙事的“时代剧作”

是谁最初产生拍摄这样一部电影的意图呢？

大概是1979年元旦之后，有一天李华跑到我

的办公桌前，眸子炯炯有光地流露出既兴奋又

喜悦的神情。我知道，他准是又看到了一个好剧

本，或是得到了一个好题材，果然，他故作平静

地以满不在乎的口气说道：“怎么样，要不要？

一个下棋的题材。”［1］

李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室编辑，其时

“被感动”的是李洪洲、康同两人的一个电影故

事。原来，这两位当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

者，有感于作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象征的围棋，

发轫于中国，却兴盛于日本。“五千年古国文化

的种子撒遍全球，在外域开出灿烂的花朵，结出

丰硕的果实，自然也可以被看作是黄帝子孙的骄

傲。可是这些种子在它的发源地，虽悠悠千百年

却没能获得根深叶茂的生长，难道不是中华民族

的羞辱么？”正因为如此，两位业余作者决定借

围棋故事表达宏大主题：“我们试图围绕围棋手

的独特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振兴祖国传统文化

的艰难，以及不顾艰难、百折不挠以图奋飞的有

志者的顽强毅力。”［2］在他们看来，围棋是中

国的国宝，是中华文化的象征，然而，国运衰败

导致了围棋孱弱；反之，可以从围棋兴盛这个角

度“反证”走出“文革”十年浩劫、正在迈入改

革开放时代中国的百废待兴、百废俱兴形象。简

单说就是：国运兴，围棋兴；国运衰，围棋衰。

反之，围棋衰，国运衰；围棋兴，国运兴。那

么，如何达成这个宏大目标呢？

首先是要确定主人公形象。两位业余作者很

清楚，尽管围棋发源于中国，但当时日本的围棋

发展水准要远远高于中国。一个事实就是，中国

当时最好的围棋选手，也达不到日本的四五段棋

手水准。因此，要想直接通过围棋写出像乒乓球

选手那样的光辉形象、英雄业绩是不可能的，只

能是从“历经磨难、痴心不改”这个角度切入，

写出中国棋手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精气神。这

正是振兴中华的必然“气度”。有了这个气度，

中华文化振兴自不待言。由此，他们很自然地选

择了以围棋大师吴清源作为人物母本，事实正

是如此。吴清源11岁时就成为军阀段祺瑞门下棋

客，因生活所迫，曾经到日本人棋馆下棋并战胜

了日本初段棋手。其后，吴清源赴日学习围棋，

［1］丰耳：《怀念李华同志——写在〈一盘没有下完

的棋〉开拍的时候》，《电影评介》1982年第4期。

［2］李洪洲、康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剧本创

作始末》，《电影艺术》198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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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磨难，竟连胜日本棋院高手。一代雄才吴清

源开创的围棋“新布局”无敌天下，被誉为日本

围棋界第一人。

吴清源是中国福建人，两位编剧就顺势将剧

作的主人公定位为“江南棋王”，并命名“况易

山”。从现有资料看，尚没有发现有论者或当事

人解释这个名字的原初含义。据笔者揣测，“易

山”取愚公移山之“移山”谐音，寓意为这个人

有愚公移山之意志。

主题确立了，主人公形象定位也有了，就要

“历史性地”表现旧中国的黑暗和新时代的光明

（一如贺敬之等人对“白毛仙姑”故事主题升

华）。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在原剧作本（发表于

《电影创作》1979年第7期）中看到，况易山的

人生历程被拉得很长，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到

日本侵略中国，从送子东渡到与世无争、心灰意

冷，占据了整个剧本五分之三的篇幅；剩余的五

分之二，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延续到20世纪

70年代末）况易山重出江湖，并与日本棋界进行

友好交流。其间，“当然地”突出了国家领导人

陈毅元帅，叙写他如何关心、关注况易山的工作

与生活。显而易见，原剧作本前五分之三篇幅是

为了表现“旧社会的黑暗”，后面部分突出的是

“新中国的光明”和以陈毅元帅为代表的党的亲

切关怀。而这，也正是况易山的精神动力源泉。

与围棋作为中国“国宝”相一致，原剧作本

突出了中国江南神韵，譬如配以《忆故人》为主

旋律的古琴曲，运用什刹海畔的茶楼、四合院中

的竹影、古运河上的风帆、寺庙中的梅花树等营

造意境，这些无不体现了原剧作者的良苦用心。

我们还注意到，围棋选手经常把玩在手的小小

折扇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这不再是附庸风雅

的道具，而提升为精神传递的标志。因此，题有

“奋飞”二字的折扇，从况易山的父亲手里传到

主人公况易山手中，再由况易山送给东渡日本求

学的儿子。儿子死亡之后，折扇又被传给了况易

山的弟子。不言而喻，折扇具有了精神不倒、代

代传承的深刻含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见出，王洪洲、康同的

原剧作本是以围棋为题材，“以‘国运衰、棋运

衰，国运昌、棋运亦昌’的思想贯穿于戏的始

终，将棋手的身世同我中华民族兴衰荣辱的命

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1］这一主题，非常

切合刚刚走出十年“文革”、急于振兴中华的

中国人民的时代诉求，是彼一时代中国人的共同

心声。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为北京电

影制片厂编剧的李华是如此激动的了。

二、政治维度下的主题变异

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从最初的文字稿本

到分镜头本，从导演到演员，从灯光到道具，从

前期拍摄到后期制作，可以说工程浩大，是系统

集成。电影同时还是一门大众艺术，拥有极为广

泛的受众，即便是21世纪20年代的当下，电影依

然是最有效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虽然网络催生

的游戏等分流了一部分年轻观众，但电影也可以

借助于网络传播大大拓展传播视域、提高传播速

度和增强传播效果。正因为如此，电影成了意识

形态管控部门的重点关注对象。从中央到地方，

设立“五个一工程奖”，其中电影不可或缺；金

鸡奖、百花奖、华表奖作为顶级奖项，导向明

显。2018年，国家又将电影局纳入宣传部门下，

更进一步确立了电影的独特地位。

笔者之所以在这里反复赘言，无非就是想说

明电影完全不同于主要依托个人独立创作的小

说、诗歌等文学体裁。尽管小说、诗歌等在进入

［1］段吉顺：《〈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合作记事》，

《电影通讯》1982年第12期。



47

基于“共情”伦理的电影文化叙事——以中日合拍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为考察中心

新时期之后，曾经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方面

起到了相当作用，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是，电影的大众属性先天性地决定了在每一次需

要唤醒大众、激发热情、塑造英雄等方面，都显

示出了排头兵的地位和作用。

回到《棋》。平心而论，王洪洲、康同的

原剧作本，是切合新时期社会需要的“时代之

作”，抒发的是时代之情，传达的是时代心声。

作为独立的个体，《棋》原剧作本有着明显的现

实意义。然而，作为20世纪80年代大合唱中的一

个单曲，《棋》却又缺乏那种振聋发聩的力量。

为什么这样说呢？

很简单，在原剧作本中，存在两条线索，也

可以理解为两个主题。作为主线，当然是对况易

山历经磨难、痴心不改、愈挫愈奋力图让民族

奋飞之精气神的阐发与传承。但是，“剧本还有

一条贯穿全篇的副线，这就是中日两位棋手的友

谊”。［1］具体说就是，《棋》分裂成为两个板

块——所涉及的况易山在北洋军阀庞督军公馆的

对弈、送子赴日被害、无锡断指等内容，所要表

现的是况易山坚韧不拔的气度和秉性（中华民族

象征）；而新中国成立后部分虽然也显示了况易

山的民族气节，但根本指向是表现中日友好，包

括况易山重新出山传授弟子，日本代表团来华交

流，当年的“误会”被破解，况易山与松波麟作

登上长城下完那一盘没有下完的残棋等。一言以

蔽之，突出表达的是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之意。

“我是连夜看的。前半部一口气读下来了，

很精彩。可是解放以后的戏，不行。你们煞费苦

心地在那里编，可是没有戏。我通宵没有睡好，

想啊，想啊，很苦恼。怎么改呢？”［1］已经病

入膏肓且已内定为电影《棋》之男主角的赵丹提

出了疑问。

“解放后的戏不行”表面上看，正如编者所

言是因为对日本社会不太了解，没法写好松波麟作

等日本社会情况（涉及况易山儿子阿明死因等），

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棋》原剧作本所写新中国

成立后的内容，所对应的是中日友好主题。而中日

友好与况易山身上的民族精神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

联。两者不是互补互文，而是游离。

两个主题！多主题很可能意味着无主题。

按照程序，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原剧作本呈送

给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会长的夏衍先生审读。夏

衍先生在病床上听完了剧本录音，以政治家的敏

感，当即表示可以采用中日合拍的形式，突出中

日友好主题。巧合的是，陈荒煤、冯牧等文化界

领导也给予了同样的意见。而就业界看，北京电

影制片厂厂长汪洋也认为《棋》具备了中日合拍

的“基础和可能”。1979年秋天，著名演员赵丹

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在与日本文化界友

人交流时，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代表中国政府提

出了中日合拍的愿望。在座的日本东光德间株

式会社社长德间康快先生当即表示赞同。次年

（1980年）6月，日本著名导演中村登、编剧大

野靖子、制片主任金原文雄先生访问中国，同北

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正式洽谈合作事宜。

现在，电影拍摄变成了政治事件。就中方来

说，经文化部报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

批准，最终商定合作原则：“从制作资金、制

作设施和演职人员方面，两国均为对等投入”，

“共同编剧、共同导演、联合演出、联合摄

制”。［2］1981年11月5日，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

汪洋同日本东光德间株式会社社长德间康快在东

京正式签订了合作拍摄协议书。

严格地说，《棋》的合作拍摄并不是中日两

国政府的对等行为，而是中国政府（由北京电影

［1］李洪洲、康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剧本创

作始末》，《电影艺术》1982年第11期。

［2］王凡：《中外合拍片与中国电影全球化战略》，

《当代电影》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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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厂作为官方代表）与日本业界（德间株式会

社）的联合拍摄。其实，早在1979年，日本电影

《太平之甍》剧组就来到中国摄取外景，也得到

了中国电影界人士的友好协助。不过，这并不是

中国官方的“组织行为”，更不是有意识的“合

作摄制”，因此不具有范本价值。

那为什么《棋》的合作又算作是中日双方

“合拍”呢？笔者主要是从政治性维度进行理

解（在那样特殊的年代，不可能有超越政治的

纯艺术合作。换言之，国家间合作必然是政府行

为）。第一，《棋》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这样

一个特殊时期，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日两国文化

合作并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前进，政府行为明显；

第二，《棋》剧本原作、拍摄“实用本”等都正

视了历史事实（南京大屠杀等），包含有鲜明的

政治倾向性；第三，《棋》实际上是中日关系正

常化十周年献礼片，在推动中日关系激浊扬清方

面确实起到了历史性作用。此事后话。

三、中日“共情”模式下的艺术生产

既然已经变成了超越艺术本身的政治行为，

那就必然首先要在主题表达上取得共识。如果

说，王洪洲、康同的原剧作本因为“双线索”带

来“双主题”，不足以“适应”中日关系正常化

蜜月期的政治诉求，那么，改变主题及其结构使

之符合政治需要便显得理所当然。

“经过三天的讨论，双方共同协商了修改剧

本的三条原则：一，剧本的主题思想不变，要写

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写中国人民的奋飞精神；

二，剧中主要人物的性格、气节、品德和理想不

要改变，现有剧本中况易山和山田次郎的骨架较

好，但应丰富其血肉，使其更加可信、真实、感

人；三，剧本不仅要为中日双方所接受，也要被

世界人民所接受，因此要尊重中日两国人民的风

俗习惯，在剧本和影片中，均不得出现影响两国

民族的尊严、生活风习的文字和镜头。”［1］

这里所言的，正是中日双方所达成的“共

情”。这个“情”就是基于“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的中日世代友好之情，是国家、民族层面上

的政治意愿表达。“三条原则”中，尽管讲“剧

本的主题思想不变”，但实际上已经将“中日两

国人民的友谊”放在了第一位，“中国人的奋飞

精神”放在了第二位，后者不能成为影片的独立

主旨。基于此，影片的情节、结构、人物设置等

都要发生改变。

至于第三条，也是源于“中日友好”这个主

题，这才会强调“要尊重中日两国人民的风俗习

惯”，“不得出现影响两国民族的尊严、生活风

习的文字和镜头”等。这是政治大事。

电影《棋》1982年1月14日在日本正式开

机，同年9月15日，中日两国影院同时上映。影

片刚好赶上了中日关系正常化十周年，“献礼”

正当其时。

前文已述，“共情”的前提是“前事不忘后

事之师”，就是说必须正视历史，不能正视历史

的艺术生产可以理解为无效的艺术生产。对于中

方来说，正视《棋》中日军暴行，是对历史的正

确认知，是影片艺术生产的当然前提；而对于日

方导演、演员来说，则意味深长。

首先是导演佐藤纯弥。本来，先敲定的是中

村登导演。其病故后，才由痴迷于艺术影片的佐

藤纯弥（《人证》《追捕》《野性的证明》等影

片导演）接替这一政治任务。佐藤纯弥先从艺术

完整性出发删除了陈毅元帅的戏份，颇令中方不

快；接着，他延续了一贯追求的艺术电影风格，

在影片《棋》中运用三次闪回进行叙事，而不是

中国电影界当时普遍采用的线性情节叙事，在让

［1］李洪洲、康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剧本创

作始末》，《电影艺术》198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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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眼睛一亮的同时也担心“艺术”冲淡了历史

本身。不过，佐藤纯弥导演“政治立场”十分坚

定，他明确提出了不拍“中性电影”的意见：

“这部影片，既然是反映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

侵华战争给予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那

就应该按历史真相来描写，不应该隐讳什么，遮

掩什么，日本的侵略战争是客观存在的，只有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认真吸取血的教训，才能使

两国人民更加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复活，不

再使历史的悲剧重演。也只有在彼此理解的基础

上，才能达到真正友好。”［1］正因为如此，电

影《棋》中日军侵华暴行、中国人民深受苦难等

场面都被真实地推向了前台，况易山“断指”镜

头也就予观众以特别深刻的艺术印象。而就主要

演员看，饰演松波麟作（即原剧作本中的山田次

郎）的日方著名演员三国连太郎，为表演好松波

麟作这个人物形象的复杂内心状态，在影片中两

次下跪以表达深深的忏悔之意，中方演职人员深

深触动。

政治“正确”前提之下，艺术自律顺势发挥

作用。中日达成三条原则中的第二条——剧中

“主要人物的性格、气节、品德和理想不再改

变”实际上也进行了修改。山田次郎在原剧作

中本来被设置成况易山的“对照物”，缺乏鲜明

性格特征，形象扁平单一。大野靖子在其修改稿

中，将山田次郎改名为松波麟作，不仅如此，

“（还）改变了原来山田次郎绅士型的、难于与

况易山形成鲜明对照的性格，而赋予其豪爽、放

荡而又重于情感的强烈个性。这是对剧本修改的

一大贡献”。［2］松波麟作越富有个性，也就越

能让况易山“出圈”——此乃孔明比周瑜更强道

理的体现。鉴此，中方不仅欣然接受，而且高度

评价这一改变。

还需要讨论的是电影跨国别合作的话语权问

题。从电影《棋》看，也确实呈现了一个奇妙的

“景观”：从政治维度上看，电影《棋》敢于正

视历史，将南京大屠杀、日军入侵等历史事实推

到了正面，触目惊心，可以讲，其后的中日合作

影片都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可以参考一下，1979

年，由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韩小

磊等导演、著名演员许还山等出演并获得当年文

化部优秀影片奖的电影《樱》，就遭到了有识之

士的严厉批评。《樱》讲述的同样是中日友好的

故事，叙写中国妇女陈嫂、儿子陈建华因收养日

本战争遗孤光子而在“文革”期间受尽磨难，

“文革”结束后，从日本回来的光子回到中国认

亲，昭示着中日友好。然而，该片对战争残暴性

质的有意无意回避等，严重削弱了“历史事件”

的辐射力量。而《棋》则不然，尽管在日本有

评论家批评《棋》“迎合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

除了陈腐地歌颂日中友好以外，别无其他任何意

义”［3］，但这正好说明《棋》作为更大意义上

的表达“中日友好”主题的独特价值。在另一方

面，也就是艺术上，尽管中方派出了段吉顺导

演，但是，电影《棋》的艺术表现差不多可以说

完全是由日方导演佐藤纯弥主导。佐藤1973年执

［1］馥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合拍片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观后》，《电影新作》1982年第6期。

［2］作者后来对此有过分析：“首先，我们与佐藤

的艺术风格相距过远，不善于构思强烈矛盾冲突的情节，

也不大同意穿插过多的回忆场面。其次，难于摆脱原来的

立意、结构和情节。”作者耿耿于怀的是，“从实践结果

来看，友谊这条副线处理得很妥贴。‘奋飞’（这条原定

的主线）起初也还有一定的描述，后来经过一次次修改，

一次次删节，使得它渐渐变得时断时续，飘渺不定，最终

只剩下一把折扇和一句台词”。虽然如此，作者还是承

认，“我们之所以同意更换主题，也正是出自搞好中日合

拍的考虑”。因为，这个主题“更加意义深长”。参见李

洪洲、康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剧本创作始末》，

《电影艺术》1982年第11期。

［3］刘文兵：《日本电影在中国》，中国电影出版

社，2015，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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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追捕》、1977年执导《人证》等，在中国风

头正劲；而青年导演段吉顺在共同执导《棋》之

前，尽管也执导过《李天保娶亲》《婚礼》等，

但影响甚微。甚至可以说，北京电影制片厂选派

段吉顺作为中方导演，就是为了向日方导演学习

的。实际上，在派出段吉顺之时，领导就一而再

再而三提醒段吉顺好好学习，虚心求教。这样，

我们很自然地看到，在政治维度方面，中日“共

情”；而在艺术性上，则由日方“一家独大”。

直接的“后果”就是，一些中国观众直呼“看起

来吃力”，不习惯。

《棋》作为艺术生产“范本”的意义还在于，

在整个过程中出现了数次“退出”事件。有源于政

治认知的主动退出，也有因艺术生产“不适”的被

动退出。今天看来，因为有了“退出”，使得“第

一次”的中日合拍电影艺术更加纯粹，政治指向性

更加明确。譬如日方编剧大野靖子，其并不认同原

剧作本中对日军侵华暴行的正面展示，随后便以

“跟不上”导演风格为由回国，从此退出了编剧

组；再如，原剧作者王洪洲、康同在中日合作阶段

确立新的主题尤其是形成了供电影拍摄的“实用

本”之后，便“没有”继续参与创作。实际上，二

位是被动地退出了剧组。［1］还有就是，大野靖子

退出以后，剧组聘请了日方著名编剧安培彻郎执笔

修改。安培另起炉灶，将《棋》更名为《长江旅

愁》，将故事安置在一艘由重庆开往上海的轮船

上，虽然艺术构思新颖却将日本侵略中国这一事实

完全弱化为背景，“政治倾向性”不够明确，中国

人无法接受。不得已，剧组又聘请了神波史男重新

改写，回到原主题上。

四、政治视角下的文化传播效果

相较于日本，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在经

济、文化乃至于具体的文学艺术审美上都存在着

显著的落差。就具体的《棋》传播效果而言，令

剧组有些尴尬的是，中国普通受众直接看到的

是历史事实，容易表达的是朴素的民族情感。

譬如，由中国教育报刊社出版的《人民教育》

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怎样指导中学生观看

电影——兼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

文章［2］。该文立足于“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选取了“三个感人场面”，分别是南京

大屠杀传到东京时留日学生高唱《义勇军进行

曲》、况阿明坚决不入日本籍、况易山宁愿断指

也不与侵略者下棋等。这，显然与《棋》的主题

表达存在较大差距，显示了传播效果的偏移。诚

然，中日友好并不等于不需要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换句话说，只有真正地对历史有了正确认知

才能葆有可持续性的中日友好。然而，就具体

的电影《棋》的民众体验来看，中国观众对电影

《棋》的认知选择本身，正说明了经过多年暌

隔之后中日历史文化的熔断状态，从而反证了

《棋》的政治主题的前置性的“正确”。

还可以作为辅证的是，中国观众对电影情节

的非议。业界学术期刊《电影评介》就以《铁的

事实 血的见证》为题，刊登了一组针对《棋》

的座谈会发言。其中，一位作者就愤而问道：

“况易山只有一个儿子，自己又是棋王，为什么

就不能自己培养他（指况阿明）下棋，而偏要送

去日本？为什么况易山的儿子阿明到日本后就一

定要同松波麟作的女儿巴结婚呢？为什么一写中

日人民的友好关系，就非要加上中国人与日本人

联姻不可呢？这算不算一种创作倾向？”［3］这

样的发问非常具有代表性。表面上看，这是对电

［1］李洪洲、康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剧本创

作始末》，《电影艺术》1982年第11期。

［2］何斐：《怎样指导中学生观看电影——兼评电影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人民教育》1982年第10期。

［3］本刊讯：《铁的事实 血的见证——〈一盘没有下

完的棋〉座谈纪要》，《电影评介》198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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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棋》情节真实性的质疑，究其实质，是民

族情绪的表达和中日关系的隔膜。试想，如果是

阿明到别的国家（尤其是友好国家）去学棋、成

家，中国观众还会有如此大的反应吗？

还值得肯定的是“东方智慧”问题。过于强

调历史事件的血腥性，可能“破坏”当时正处于

蜜月期的中日友好大局。“这部影片的日本部分

毛片试映时，廖承志和夏衍两同志觉得南京大屠

杀那一段，笔墨太浓一点，考虑到两国人民正在

高高兴兴地祝贺建交十周年，这些残酷凄惨的场

面，可能伤害日本人民的民族感情，希望做些修

改。”［1］电影《棋》是怎样处理的呢？一是从

总体上保证历史事件的真实呈现，同时又必须与

两国政治关系正常化原则保持一致。准确地说，

就是将日本人民与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者区分

开来。是日本军国主义导致侵略中国残害中国

百姓；二是在具体的情节设置中，将况阿明之死

归结为松波麟作受日本右翼势力领袖桥本所骗，

将松波麟作、松波妹夫恩田（在中国战死）同样

设置成战争受害者，在影片结尾让松波麟作向况

易山下跪祈求谅解表达忏悔，最终达成和解；三

是在影片中时时注意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譬如当

日军占领南京、不明情况的日本民众打着灯笼大

游行时，让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高唱《大刀进行

曲》等予以还击。这样，既真实展示了具体的历

史，充分表达了中国民众的民族情绪，又切合当

时的政治气候需要，以此奠定中日两国向前看的

思想基础和理性认知。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加拿

大《环球游报》就肯定了这种“东方智慧”，称

赞之“描写了三十年的历史，对战争风云作出了

东方人的回答”。［2］何为“东方人的回答”？

无非就是正视历史之后如何跨过历史，迈向新

的时代，也就是求取破解历史的和解之钥。1983

年，电影《棋》获得了第七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

节最佳影片奖。评委会高度肯定该片“探讨了一

个和解的主题，本身也是两个国家和两种不同社

会之间相互信任的一个行动”。［2］这可以看作

是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还必须要强调的是，《棋》还是对当时日本

国内部分政客不承认历史事实的一个回应。1982

年，一部分日本右翼团体人士积极修改教科书，

篡改日本侵略历史（将对中国的“侵略”改成

“进入”），而日本文部省却奉行“不进行政治

干预的方针”放任自流，是为“教科书事件”。

《棋》的广泛公映和正确的历史认知，助力中国

政府立场的鲜明表达（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

《人民日报》连续刊登20余篇关于《棋》的报道

和电影评论），迫使日本政府将检索完毕的教科

书再行修正。“可以说，《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为缓解民间的反日情绪，避免中日关系的再度恶

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事实上，在中日友

好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起

到了缓冲作用。从这一点上来看，这部电影不但

在中日电影交流史上，而且在中日关系史上都有

着重大意义”［3］，此言不虚。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2020年哲学社会科学一

般项目“文旅融合视域下中日传统节日现代化

转型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Y063）阶段性

成果。

［沈思涵  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

［沈嘉达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 1 ］ 徐 如 中 ： 《 从 〈 一 盘 没 有 下 完 的 棋 〉 想 到

〈樱〉》，《电影艺术》1983年第1期。

［2］本刊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获蒙特利尔电

影节最佳影片奖》，《电影通讯》1983年第10期。

［3］刘文兵：《日本电影在中国》，中国电影出版

社，2015，第189页。


